
传统文化与现代化

中国民间传统与现代化

— 福建塘东村的个案研究

口王 铭铭

一
、

研究的缘起

在研究非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相关

性 中
,

社会科学 界长期存在把
“

传统
”

看成与
“

现代
”
格格不入的文化模式

,

它们的理论依

据是 十九世纪社 会哲学家斯宾塞 ( H er b e rt

S p e n e e r )
、

韦伯 ( M a x W e b
e r

)
、

杜尔干 ( E m i l y

D u r

hk
e
im )等的社会进化理论

。

这种社会进

化理论不仅左右了一个多世纪的西方社会科

学研究
,

还被许多东方和非洲国家奉为政治

的宗 旨
,

对不少新成立的 民族国家的发展策

略产生深刻的影响
。

不过
,

近年来的文化批评

( C u l t u r a l c r i t i q u e ) 却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同

一个事实
:

虽然现代化的理论颇具一定的
“

逻

辑性
” ,

但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实践却表现出

自相矛盾的状况
。

美国社会学者席尔斯 ( E d
-

w a dr S ih l s )注意到
,

在许多处于现代化过程

中的东方国家 中
,

传统在国家的政治和 民族

主义 意识形 态 的 建构 中扮演 了重 要 的 角

色①
。

如果我们对现代化理论进一步深思的

话
,

那么便可发现许多问题
;

传统与现代之间

是否真的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? 传统文化是

否真的不利于现代化 ? 现代化是否真的已在

现实中打破了传统文化 ? 对这些 问题的解答

不仅需要大量的理论探讨
,

更重要的是需要

对急剧变迁 中的社会进行实证研究
,

而应列

于这些变迁社会的榜首的是改革以来的中国

农村
。

1 98 9 年以来
,

作者多年在社会一经济变

迁十分引人注目的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南部

(闽南 )的城乡地区从事社会人类学调查
。

闽

南的厦门
、

泉州
、

漳州在八十年代以来成为中

国的改革试验区
,

由于其经济发展的成功
,

被

赋予
“

闽南金三角
”

的美称
。

这个大的经济区

域依赖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
、

传统的海外交

流的途径和经验以及地理方位的特殊性
,

创

造出较高的经济成长速度
、

大量的农村工业

小城镇
,

同时导致很大程度的商品和市场化
,

从而使人们对它的
“

经济现代化
”
留下深刻的

印象
。

可是
,

令人感到矛盾的是
, “

经济现代

化
”
并没有导致地方传统文化的消失

,

而相反

地为传统 民间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条件
。

根据

美国中国研究者丁荷生的实地调查和 估计
,

到 1 9 9 2 年整个福建省重修的 民间神庙多达

. 王铭铭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 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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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万个
,

每个县有三百到上千个神庙被修复
,

同时多数的家族村落已经恢复它们的祠堂
。

与民间的庙宇和祠堂的修复同时
,

一大批传

统的仪式和象征 (如神像 )也回到地方文化的

舞 台上来②
。

作者本人的调查证实
,

在泉州市

鲤城区 90 %的民间神庙 已被修复
; 在泉州的

农村
,

每个村子都 已经或正在修复村庙与祠

堂
。

为了吸引海外华侨和台湾商人来闽南
“

寻

根
” 、

旅游和投资
,

地方政府也鼓励甚至资助

地方庙宇的修复和地方节庆的组织
。

在 民间

和政府的双重驱动之下
,

闽南的地方传统 出

现了空前的丰富多采局面
。

为什么经济的变迁和趋近现代化没有导

致传统文化的衰落
,

而为传统文化的复兴所

伴随 ? 要 回答这 个问题恐怕需要大量的农村

调查
,

但社 区的个案调查也可以反映现状的

某些侧面
。

因此
,

在 1 9 9。 至 1 9 9 4 年间
,

我选

择在闽南一个经济较发达的村落— 晋江县

金井镇塘东村— 进行 个案调查
,

希望通过

个案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与现代化的

互 动
,

地方性制度与超地方性 (
s

叩
r a 一 loc a l)

过程的互动
,

以及民间传统与官方政策的互

动的某些侧面
。

作者在塘东村的调查分三个

阶段
: 2 9 9 0 年 1一月至 1 9 9 1 年 3 月间

,

作者

首次在该村从 事社会 人类学的 田野调查工

作
,

侧重考察当地的社会网络
、

互助形式与现

代化的关系
; 1 9 9 2 年 n 至 12 月

,

作者因研

究民间宗教的需要重访该村
; 1 9 9 4 年底因路

过之便
,

作者在该村进行十天的短期访问
。

与

闽南其它发达地区的村镇一样
,

塘东村 目前

从各方面看 已经开始根本性的社会一经济变

迁
。

新的企业与学校的建立
、

新的公路的开

辟
、

新的民居的建设
、

新的机器 的引入
,

均处

于中国乡村社会 的前列
。

可是
,

伴随着
“

新
”
的

东西 的引入
,

还 产生地方性 传统的复兴
:

村

庙
、

祖祠和旧戏台曾在
“

文革
”

中被破坏
,

近年

已多数被修葺翻新
,

成为民众生活的
“

公共场

所
” ;许多族谱在六十年代初被烧毁

,

现在已

全部重写 ; 宗族仪式和关系网的回归使旧的

族亲关系和人情关 系重新 回到社会的舞 台
。

我们可以运用在大的区域的调查所得出的结

论解释塘东村的传统复兴的现状
; 不过

,

为了

更集中地探讨在一个特定的社区背景 下地方

传统的复兴与地方发展的密切关系的具体表

现
,

我们有必要对社区的社会过程进行较 为

深入的剖析
。

二
、

塘东村地方传统的构造

L 社区背景

塘 东村地 处福建省南部的海滨之最 南

端
,

位于东石湾与围头湾之中
,

与台属之金门

岛一水之隔
。

它北靠宝盖山
,

南面东海
,

村落

民居依山势坐东南西面向海海岸而筑
。

从行

政地理看
,

塘东地属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县
,

是

晋江县金井镇的二十 个行政村之一
,

距镇 区

四公里
、

县城十五公里
、

市府所在地泉州鲤城

区三十五公里
。

它与著石的 经济特区厦门距

离五十公里
、

与福建省府福州一百五十公里
。

与镇
、

县
、

市
、

省的交通
,

均 由公路连结
。

塘东

村人与闽南人一样
,

都讲闽南语
,

其名词及书

写与普通话相近
,

而动词语法不同
。

声腔上
,

塘东地方语属晋江腔
,

而不同于台湾腔
、

潮汕

腔
、

漳州腔
、

厦门腔及泉州腔
。

作为一个行政村
,

塘东由塘东 (行政村村

委会所在地 )
、

下察
、

寮头
、

后棣
、

西鞍和山柄

六个 自然村组成
。

这些 自然村虽然有姓 氏杂

处的现象
,

可是 比较分明地依 自然村落的地

域划分为蔡姓
、

吴姓
、

谢姓
、

许姓和王姓 的家

族聚落 (全是汉族 )
。

蔡姓居民主要居处于塘

东自然村
,

少数分散于其它村落
; 吴姓主要居

处于下寮村 ;谢姓主要居处于寮头村 ;许姓主

要居处于西鞍村
; 王姓分居于西鞍村与 山柄

村
。

我的田野工作 if(
e ld w o r

k) 主要在蔡姓塘

东 自然村展开
。

蔡姓塘东 自然村是塘东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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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 中最大的 自然村
。

塘东行政村的总人 口是

4 7 0 0人
,

总户数为 9 2 5 户
。

蔡姓塘东 自然村

占有 整 个 行 政 村 最 大 面 积 的 土 地
,

人 口

( 2 7 8 2) 和户数 ( 5 6 4 )占整个行政村的五分之

三左右
。

从地理形势上看
,

塘东位居于行政村

的中心
,

它也是 当地市场
、

行政机构及学校的

所在地
。

近年新建的环村公路使之更为显要
。

2
.

家族的聚落与文化

如果我 们要用几句话概括
“

塘东特色
” ,

那么我们可以说
:

塘东是 闽南滨海乡土的一

分子
。

它的地方社会一经济成份十分多样化
.

历史上与东南亚有密切的关系
,

是
“

闽南侨

乡
”

的代表性村落之一
。

塘东村的地方传统与

社会
,

辖合了传统 中国汉人社区的地方认同
、

祖先崇拜
、

家族制度 以及海外移民 (
e m i g r a -

t i o n )所引起的超地方性 (
s u p r a

一 l o C a l )社会

联系及其仪式性表现
。

根据塘东蔡氏文坦房 1 9 8 5 年重修的《家

谱 》的记载③
,

塘东蔡氏始祖原居于 山东光洲

府 (胶东 )
,

唐末迁居河南开封府 固始县
,

南宋

时入闽居福州
,

后 由仙游县南下居青阳 (晋江

县城 )
,

又从青阳分 居于今塘东村
,

元朝 以后

逐步在该地繁衍发展成家族
。

塘东的村落大

致形成于明清之交
。

根据乾隆版《泉州府志 》

和道光版《晋江县志 》的记载
,

明清时塘东被

编为泉州府晋江县第十四都
。

民国时
,

它受保

甲制度控制
。

1 9 4 9年后
,

塘东经历了互助组
、

高级社
、

人民公社的编制
。

1 9 7 8 年后
,

属中央

政府农业部的乡镇县制度的制约
。

施坚雅 ( W i l l i a m S k in n e r
)在他对中国社

会的地理空间的研究中
,

主张传统中国的社

会结构建立在民间市场 网络 (如村镇集市 ) 与

正式的行政地理空间 (如府
、

县
、

都
、

里制度 )

的紧密联结上
,

而且前者是基础
、

后者处于第

二性的地位④
。

施氏强调 民间
、

非正式社会网

络的存在与重要性
,

适用于塘东村地方传统

社会空间的解释
。

在塘东村
,

虽然正式的社会

网络对地方性制度的形成起 了相当重要的作

用
,

但是非官方的家族房支制与地域认 同在

当地社会
、

政治
、

经济和文化中扮演了更为重

要的角色
。

塘东蔡姓的传统民间社会网络是以家族

房支制度为基础的
。

据塘东《蔡氏家谱 》的记

载
,

塘东蔡姓的家族房支制度形成于元朝
、

成

熟于明清时期
。

塘东蔡姓的直接始祖 为
“

东

公
” 。

他有二子
.

长子为
“

玉山公
” ,

次子为
“

洪

基公
” 。

他们随父拓居塘东
。

1 9 4 9 年以前
,

塘

东蔡姓的房支 (或
“

房份
”

)均设有
“

房头
” ,

即

房支首领的家 户屋 ( h ou se ho lds )
,

负责处理

房支内部社会关系
、

经济
、

对外事务
、

仪式等
。

“

房头
”

制度还服务于保护本房支成员之间社

会均衡的作用
。

同时
,

塘东蔡姓的房支均在本

房支居住区域建筑
“

角头庙
” 。 “

角头庙
”

崇拜

各类
“

王爷
” ,

如张王爷 (文坦
、

文明房支 )
、

黄

王 爷 ( 曰光
、

美侯房支 )
、

三王爷 (学再房支 )

等
。

这些
“

王爷
”
亦被塘东人称为

“

份头佛
” ,

与

各房支的祖祠相对应
。

塘东蔡姓村民的总认同表现在村一级祖

膺的象征与村庙及全村节庆的作用上
。

塘东

蔡氏祖膺有两个
:

顶祠堂与下祠堂
。

位于村落

偏北的
“

顶祠堂
” ,

亦称
“

小宗祠
” ,

系属塘东从

外地招入的从姓蔡村 民的祖膺
。

但是
,

塘东最

主要的村民集会中心是凌驾于顶祠堂之上的
“

下祠堂
” 。

它又称
“

大宗祠
” ,

地处塘东偏南
,

明清以来
, “

大宗祠
”

一直是塘东原居蔡姓村

民的祖膺
。

明清时代的家族形成的基础不仅是血缘

继承性
,

而且包容 了家族史变迁中依附与合

同的成份⑤
。 “

上下祠堂
”

的划分
,

证实了塘东

蔡姓在明清时期的认同是兼有继承与非继承

的因素
; 同时

,

证实了全村认同是家族制组合

的 目的
。

祖祠的存在是中国民间祖先崇拜的

表现
。

它提供了房支及村 内地域互相联系的

基础
。 “

上下祠堂
”

的划分化 自然是塘东村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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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大小宗
”
权力对立的表现

。

可是
,

它们的配对

共存打破 了村落 内部房支与地域分化的格

局
,

汇集了各房支及
“

角落
”

的力量
,

向村落以

外的大社会展示当地村 民团结力
。

祖膺的作

用
,

还体现在它们所提供的市场空间上面
。

塘

东的市场位于下祠堂右前方
,

商人与顾客包

括村民及塘东周围的其它村落如南沙风 冈
、

西头
、

湖膺
、

宫兜
、

东热
、

山柄
、

后棣等地的人
。

祖膺集市的联合起着联络本土地域 /房支与

家户的作用
。

塘东的村庙与全村节庆亦起着创造本村

总认 同的作用
。

在塘东的西北部
,

有一座庙

宇
,

当地人称之为
“

三乡宫
” ,

奉祀
“

昊明妈 (据

传为保生大帝吴本之妹 )
”

为主神
。

从功能的

层面看
, “

三乡宫
”

与各房支的
“
王爷庙

”

崇拜

是互相作用的
, “

王爷庙
”

起着村 内地域分类

的作用
,

而
“

三乡宫
”

则起着统一这些地域集

团的作用
。 “

三 乡宫
”
的原意即多

“
乡

”

合一祀

神
。

除祀有
“

吴 明妈
”
之外

, “

三乡宫
”
还祀奉

“

昭福侯
”

诞辰庆典
。

在塘东
, “

昭福侯
”

为
“

当

境佛
” ,

也就是保护塘东全境的神灵
,

他的生

日
,

全村打扫卫生
。

明清以来
,

并有抬
“

昭福

侯
”

神像环游全村的
“

巡境
”
仪式

。 “

昭福侯
”

巡

境的游行 由全村村 民参与
,

是勘定塘东与外

界的边界的象征性行为
,

也意味着塘东村 民

认同的创造
。

汉学人类学者武雅士 ( A r ht u r

W o l f )
、

马丁 ( E m i l y M a r t i n A h e r n )及王斯福

( S t e p h a n F e u e h t w a n g )都注意到中国民间神

的 崇拜与汉 人社会经验 中对
“

官
”
的认识有

关⑥
。

他们并同时指出
,

民间的神即是由外进

村的官的化身
。

塘东的神谱也类似官谱
。 “

昭

福侯
”
可能是明清

“

千户侯
”
的化身

; 而各类王

爷则是学朝廷封号的各地显贵的化身
。

3
.

区域联系的传统

费孝通在论 及传统 中国的 乡土社会 时

说
: “
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

。

地方

性指他们活动范 围有地域上的限制
,

在区域

间接触少
,

生活隔离
,

各 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

圈子… … 乡土社会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

斯
、

死于斯 的社会
。 ’ ,

⑦把 传统 中国汉人社 区

看成是地方性 的
,

自然是一种社区研究的可

行途径
。

可是
,

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乡土

中国看成是完全 自我封闭的社会
。

在塘东
,

同

姓的自我认同与团结是聚落形成的基础
。

在

此之上
,

塘东还与外界有社会
、

经济及仪式的

联系
。

乍一看来
,

这种对外的联系似乎是通过

政府行政与科举
。

根据本人在泉州地 区的调

查
,

近代以前闽南地区的行政地理组织起源

于明清时期的军事保护制度的民间化
。

在泉

州地 区
,

县以下的地方性控制通过地理上的
“

都
”

的划分
。 “

都
”

即是军事上分类的制度
。

明

清时期
,

塘东所属的区域 (金井 )分隶晋江县

十一
、

十四
、

十五都 (道光版《晋江县志
·

卷二

十 一 )))
,

塘 东 村本 身则 属 第 十 四都管 辖
。

“

都
”
是晚期帝国 ( t h e

l a t e im p
e r i a

l p e r i o d )地

方管制 网络
,

它亦提供了塘东通过正式的途

径向外联系的基础
。

与
“

都
”

的制度并行
,

科举

制度也为塘东的对外联系提供了另一官方途

径
。

《蔡氏家谱 》记载了数十名历史上得过
“

图

学生
” 、 “

邑摩生
” 、 “

都督尧禄大夫
” 、 “

朝议大

夫
” 、 “

进士
”

等科举 /封号的祖先名字
。

其中
,

一部分是假造的
,

意在光宗耀祖
; 另一部分则

是真实的
,

证明明清时期塘东人的活动 曾超

过本地的囿限
,

进入封建帝国的政治圈子
。

在

下 祠堂
,

立有
“

国师
” 、 “

都督
” 、 “

良二千石
” 、

“

祖孙进士
”

先 贤匾额
,

表现了塘东乡人对其

祖先 自上而下
、

从 外而来的政治的联系的景

仰
。

也证实了
“

乡土性
”

与超乡土的封建性是

并存的
。

透过军事管制和科举制度而形成的超地

方性社会网络在实际上只提供了少数一些乡

绅 ( g e n t yr )对外联 系的机会
,

对于一般百姓

并无实际社会效用
。

那么
,

一般 民众的对外联

系所采用的途径是什么 ?桑格瑞认为
,

汉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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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社会的 网络主要是通过集市及 由村落庙

宇的分炉向高一级的中心庙宇进香 (p i lr gim
-

a ge )
,

组成一种空间上极为重要的区域网络
。

塘东村对外联系的系统
,

也主要是通过市场

的作用和朝圣晋香的仪式
。

塘东本村的市场

中心
,

在大宗祠前面
,

其作用在于集散塘东的

产品
、

引进它 乡产物
。

传统上
,

塘东人还在经

济上与围头村 (在塘东的东南方 向 )及金井镇

有密切联 系
,

并 主要 表现在三个集市在农
、

副
、

渔业
、

小手工业上的互通有无上
。

更重要

的是通过地方特产的生产和销售
,

塘东村形

成一个与闽南地区相联结的 区域性交换渠

道
。

到 目前为止
,

学术界仍然流行一种看法
,

认 为中国民间生产方式是以小型的
、

封 闭式

的农业为基础的
。

例如
, “

亚细亚生产方式
”

说

主张
,

中国农村属
“

自给 自足
”
式的小农经济

。

这一理论不能解释塘东的地方经济传统
。

塘

东是一个小型的社区
,

可是它不是一个
“

封闭

式
”
的社区

。

这是 因为塘东的经济传统虽然有
“

小农
”

的成份
,

但是还包含非小农式的
“

讨海

业
”
与海外移民

。

所谓
“

讨海业
”
指的是

:
( 1) 牡

蜘收卖
; ( 2) 紫菜生产

; ( 3) 盐业
。

在塘东
,

牡蝎

是种五瓣式的壳类海产
,

称
“
五瓣蝠

”
(一般海

砺肉体为四瓣式 )
。

塘东附近海面的山礁石常

附生紫菜
,

当地人将之 晒成干
,

销往 闽南各

地
。

此外
,

塘东人还利用海水晒盐
。

海砺
、

紫

菜
、

盐成为塘东三样最主要的土特产
。

这些土

特产的生产不仅具有经济效益
,

还使塘东村

与闽南各重镇联 系起来
、

成为互通有无的圈

子
。

塘东与围头为中心的各聚落形成的地方

性网络
,

与仪式的网络的互相联系表现得十

分明显
。

农历七月在晋江称为
“

鬼仔节
”

或
“

普

渡
” 。

七月十三 日轮到塘东与围头祀鬼
。

塘东

与西鞍
、

下寮一寮头
、

湖詹 一 东石 一西头
、

宫

兜一东营一 山柄 一后棣和 围头
,

形成一个七

年一度的轮流祭祀周期
。

该 日
,

一乡轮到为这

个区域的七个集团做普渡
,

即大摆宴席祭鬼
,

并邀请它乡亲友来访
。

祀鬼的地方性合作
,

表

现了社会经济上塘东一围头所属各 自然村落

在贸易
、

通婚
、

仪式上传统的密切联系
。

值得

注意的是
,

塘东与金井镇现在的镇 区的联系

主要 则是通过行政与市场
,

在仪式上的表现

微乎其微
。

从市场的角度看
,

塘东可能属金井

的下级
。

可是
,

这种
“

上下
”
关系在仪式上并无

表现
。

塘东的祖膺引晋江青阳为当地
“

衍派
”

之源
。

全村祀奉的
“

昭福侯
”
并不是金井镇中

神谱的分灵
,

而是南沙冈的分香
。

4
.

海外关系的构成

塘东村对外的联 系还超过 闽南地区
,

而

到达澎湖
、

台湾及东南亚
。

塘东人经海上向外

联系
,

可能开始于泉州港的衰落期
,

或更恰当

地说开始于泉州港向乡间对外走私和移民的

小型商港转换的时期 (明代以降 )
。

在明代以

前
,

泉州地区对外的交流被官方允许
,

形成以

泉州港为中心的区域经济体系
,

闽南的农村

变成 为泉 州的海外贸易提供产品的经济支

柱
。

明代以后
,

由于
“

禁海
”
政策的实施

,

泉州

港逐步衰落
,

代之而起的是民间的大量小 口

岸和大量的海外移民
,

塘东成为当时的小口

岸和移民基地之一⑧
。

由于十九世纪至二十

世纪上半叶抗击帝 国主义经济的冲击
,

民间

贸易逐步于 1 94 0一 1 9 5。 年代衰落
,

而海外移

民则因本土政治的不稳定而持续发展
。

经过

历代海外移民
,

塘东本村只有全家族人 口 的

一半
,

而一半人 口 生活在海外
。

在海外的塘东

人的人数
,

发展到 目前已超过三千人
。

塘东人

有分散居住于东南亚各地
,

在菲律宾有较集

中的居住区
,

并于 1 9 2 1 年组成
“

菲律宾锦东

同乡会
” ,

起了联络塘东在菲华侨及扶助家乡

的作用
。

塘东的地方性社会一经济制和网络以及

社区的仪式象征的形式
,

离不开与移民到海

外的塘东的人社会
、

经济
、

文化的联系
。

从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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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的层面看
,

海外塘东人崇拜蔡 氏宗族及各

房支的祖先
,

并没有造成宗族
、

房支制度的分

裂
。

祭祖活动在海外定期举行
,

所祭的祖先与

塘东本地一样
,

并强调先灵在故乡的根的意

义
。

自明清以来
,

塘东广泛地存在
“

侨汇
”
经济

与概念
。

所谓
“

侨汇
”
指的是海外塘东人向家

乡邮寄或托寄外汇
,

支持乡人生活与建设
。

因

而
, “

侨汇
”

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货 ( c u r r e n e y )
,

而且在于它是在经济上
、

社会上
、

感情上联

络海 内外塘东人的媒介 ( a g e cn y )
。

三
、

传统在现代化中的角色

1
.

冲击后的复兴

自十九世纪以后
,

中国农村地 区的民间

传统便 已受到不 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击
。

最早认为民间传统
“

落后
”
的是西方殖民主义

势力的一部分传教士
,

他们看到中国文化的

浓厚的
“

异教徒
”
( P a

ga n) 色彩以及它与基督

教精神格格不入的特点
,

于是主张必须将其

消灭并以基督教文化取而代之
。

民国成立以

后
,

以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为口号
,

中国社

会中的现代党派和
“

漂浮
”

的知识分子阶层
,

继承了西方文化的
“

落后
” 、 “

传统
” 、 “

现代
”
的

概念
,

用它们来描述和批判民间的
“

封建传

统
” ,

使农村社会 的地方传统成为
“

现代化 的

敌人
” 。

无论是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和社会精英

分子还是驱动农 民进行现代政治建设的意识

形态
,

都对农民的传统文化有
“

改造
”
之本意

。

在 世纪色 彩的
“

现代主义
”

意识形态的引导

下
,

政治对中国汉人社区的传统持续地起着

冲击作用
。

五十年代初的
“

土地改革运动
” ,

容

忍并利用了部分的地方传统
。

可是
,

1 9 5 3 年

到 1 9 5 8 年间
,

政治开始把地方社区的制度与

经济纳入全国性的集体化运动
; 1 9 6。 年代初

到 1 9 7 0 年代中期
,

从
“

社会主义教育运动
”

到

文化大革命
, “

极左
”

路线试图把文化的彻底

变革强加到全 国每一个 角落 (包括东南沿海

地区的塘东村 )
。

在长期 的文化冲击下
,

地方 传统出现了

一段严重的空白期
。

我在塘东的调查证实
,

到

1 9 7 6 年当地的庙宇 已荡然无存
、

祠堂虽在但

被改造成仓库
、

家谱被烧毁的居 90 %
、

传统

的市场为供销社所取代
、

明清时期的多种经

营为单一的农业所排挤
、

海外关 系的联络极

少起作用
。

在改革的十几年中
,

国家推行
“

社

会主义现代化
”

和农村经济改革政策
,

把小型

的
、

封 闭式 的农村社 区转变 为国 民型 ( an
-

it o n a l) 的经济一社会的意图
,

成为新时期政

治的特点
。

与其它汉人社区一样
,

塘东的现代

变迁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
。

当我在塘东实

施社会人类学调查时
,

塘东 已逐步进 入现代

化的轨道
。

与中国其它社 区一样
,

塘东的初级

现代化主要建立在工业化之上
。

根据村政府

的报表
,

在 1 9 50 一 70 年代
,

塘东的农业 占经

济成份的比重的 80 %
。

发展到 1 9 9 0 年
,

农业

仅占 20 %
,

而商业与具有商业性质的海产业

跃居 80 %左右
。

当今的塘 东
,

许多家 户以养

殖加工海带
、

紫菜
、

海蜘为生计
;
有 20 %的家

户开办小商店
; 有 20 一 30 %的家户从事轻工

业生产
。

塘东是福建省最早引进 电脑绣花装

置的村子
,

现有三十余台电脑绣花机
,

资产达

二干多万元
。

在研究乡民社会的现代化时
,

大 多数社

会科学家认为所谓
“

现代化
”

即是 民间社会一

文化的消失
。

例如
,

韦伯主义者认 为
,

现代化

是新的制度化的宗教文化的产生及其对民间

传统的取代
;杜尔干的社会学派认为

,

现代化

是大众社会与分工合作社会对社区型的社会

的取代
; 社会 人类学者雷 德菲尔德 ( R o b e rt

R e d f i e ld )等人认为
,

现代化是
“

小型的
” 、 “

孤

立的
” 、 “

没有文化而有共同祖先
”
的社会向大

型的
、

开放的
、

有文化的社会的演进⑨
。

这一

系列的现代化理论虽然偶 尔受到学术界的批

评
,

但是 目前为至 仍然在社会科学界 占有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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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的地位
。

例如
,

英 国的吉尔纳 ( E r ne
s t G e l

nI er ) 自称为新派文化 人类学者并对传统 的

社会科学抱批判态度
。

可是
,

当他讨论到
“

工

业化
”

与
“

现代化
”

时
,

却认为现代化社会的要

求
,

是认识与经济的不断增长
,

地方文化的全

民化以及新的教育传统的建立
。

换句话说
,

对

吉尔纳而言
,

现代化即是新型教育与国民经

济民间文化与地方型社会一经济的取代渺
。

事实是否如此 ? 至少对于类似塘东村的

农村地 区
,

我们可以得出一 个否定的结论
。

在

塘东村
,

现代化与 民间传统并非格格不入的

相互对立的事物
。

民间传统不但没有随着现

代化而消失
,

反而对农村现代化的过程起 良

性的功能作用
。

塘东村政府的干部说
: “

改革

给塘东带来了工业化的发展
。

同时
,

它还给塘

东带来了封建迷信的死灰复燃
。

以前
,

我们如

开群众大会
,

几乎一呼百应
。

现在
,

人们都不

参加
。

可是
,

当本村的圣迹 日佛爷诞生庆典时

间一到
,

群众不需要号召也十分积极
。 ”

目前
,

蔡氏家族 的大部分庙宇已得到翻修
、

祠堂 已

焕然一新
、

祖先和神鬼的祭祀大为流行
、

族谱

全 已重写
、

旧的社会关 系也 已回到社会舞台

上来
。

民间传统的复兴 已经引起国内外理论界

的广泛重视
。

国内的文化理论工作者认为
,

“

迷信
”
的复兴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教育松懈引

起的@ ; 美国汉学界的 肖凤霞 ( H e le n S , u )则

认为
,

近年汉人社区传统社会与仪式的复兴

是由官方提倡引起的哆
。

这两种解释都侧重

从政策层面看 问题
,

而忽视 了民间传统近年

的复兴是一个 自发的过程
,

并且与改革之后
,

人们对传统的社区认 同
、

网络及意识形态的

需求有关
。

从塘东的例子来看
,

民间传统的重

建与民间社会一经济的发展有密切 的关系
。

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
:
( 1) 民间传统的

社会网络和人 际关系在现代化过程 中得 以

恢复的原因是它们在地方企业形成与社会互

助 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; ( 2) 民间传统的仪式与

象征转 化为经济性 的崇拜
,

并起了操演社会

竞争的作用
,

有助于 民间竞争精神 的培 养
。

( 3 )民间传统服务于对外集资与地方公益事

业的发展
。

在下文
,

作者力图对这三个方面进

行具体分析
。

2
.

民间传统
、

社会互助与企业

在 1 9 5 。一 7 0 年代
,

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

试图以新的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取代塘东原

有的民间传统社区
。

根据三位年龄在六十岁

以上的资料提供者 的介绍
,

政府试图把传统

的家族制度与地域分类制度标准化为村民组

织
。

在互助组阶段 ( 1 9 50 年代中期 )
,

政府试

图进一步把房支与地域分类转变为以
“

亲堂
”

为基础 的
“

互助组
” 。

到 了集体化阶段 ( 19 50

年代晚期 )
,

政府采用极端政策把原来的互助

组归为大队与生产队
。

直到 1 9 7 8 年
,

宗族房

支制度
、

民间地域分类及祖先崇拜都被视 为
“

封建残余
”
而加以批判压制

。

1 9 7 8 年以后
,

中国实行农村经济改革
,

推行
“

生产责任制
” ,

把土地重新分给农民
,

并

提倡农村工业化与小城镇化
。

政府并把公社
、

大 队
、

生产队的制度改为乡镇
、

行政村
、

自然

村与村民小组的制度
。

但是
,

这新一套的行政

单位实际上并没有社会一经济作用
。

它们不

是一种生产联合的制度
,

而仅起社会控制与

国家权 力象征的作用
。

真正在起经济过程社

会化作用的
,

是民间传统的家族制度与社区

认同
。

换句话说
,

现代化并没有带来传统的家

族房支
、

姻亲与邻里关系网络的破坏
,

而是促

进了这一系列非正式的地方性制度 ( lco a l i n -

S t i t u t i o n S
)进入功能再现的过程

。

汉 学 人 类 学 者 如 弗 里 德 曼 ( M au ir ce

F er e dm a n )的研究珍
,

倾向于把中国汉人社 区

的家族与房支等社会形式看成一种组织方式

和社会控制方式
,

他的家族研究缺乏一种历

时性的概念
,

从而忽视了汉人家族在明清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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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可能 已经经历 了基层化与地方化的过程
。

塘东的材料没有足够证实 明清家族史的 问

题
,

但是却证 明了家族作为一种基层与地方

型的社会合作的存在的长期性
。

就 目前的现

状观之
,

其合作意义更加明显
。

作者对塘东村

的三十个家户进行社会互助的抽样调查@
,

把互助形式分成财政 (借贷
、

礼金 )
、

关系 (关

系介绍 )
、

劳力
、

信息四类
,

发现这些互助形式

在家事
、

急救
、

投资等项 中均占重要地位
,

尤

其是堂亲和姻亲关系更为突出 (参见下表 )
:

表 1 :

非正式关系在互助总量中的地位

互助类别 财政支持 关系支持 劳力支持 信息支持

%叭环ē6月牛门己ū了11

关系

堂亲

姻亲

朋友

4 8%

2 5 %

2 7 %

4 1 %

3 4 %

2 5 %

4 2%

2 9 %

2 9 %

更值得注意的是
,

改革 以来的复兴家族

房支
、

姻亲关系及地域分类对副业发展的起

社会支柱的作用
。

1 9 4 9 年之后政府提倡的农

业经济 已衰落
,

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传统
“

讨

海业
” ,

亦即的海砺与紫菜生产与销售
。 “

讨海

业
”

与农业不同
,

需要较为广泛的社会合作与

分工
。

海砺与紫菜的生产流通过程可分为三

个阶段
:

采集 /养殖— 加工— 销售 /市场

投入
。

在大部分依赖海产为生计的塘东蔡姓

家户中
,

采集 /养殖阶段基本上是由家户内部

成员展开的
。

可是
,

海产的加工与销售却包容

了家户之间的合作
。

而在家户之间的合作中
,

传统的地域分类 (朋友 )
、

房支以及姻亲关系
,

起了关键性的作用
。

我走访 了三个从事
“

讨海业
”
的家户

。

其

中
,

一家从事海蛔生产
,

两家从事紫菜生产
。

在从事海砺生产业 的这一家户中
,

从海边礁

石定期采集带壳海蝠的人员
,

包括本家 户的

三位女性成员 (户主之妻及二位儿媳 )
。

在海

边采集完海蜘之后
,

由本家户的三位女性成

员
、

户主及二位儿子运输到家 中
。

在家中
,

对

海蜘进行加工
。

有时
,

该家户请同
“

房份
”
(房

支 )的邻居 (同地域分类 )帮工
。

在销售海蝠成

品的时候
,

所包容的社会关系 比加工更为广

泛
。

据本人的访间
,

该家户除把海蝎卖给本村

集市的顾客以外
,

还托外家 (妻方亲属 ) 在围

头集市出售
,

并通过在金井镇工作的叔公
,

卖

给镇里一家海蝠干加工厂
,

通过该厂销往闽

南各地
。

另外
,

在调查两家从事紫菜生产业的

家户时
,

我发现类似上述的传统社会关系网

络也在起关键性的作用
。

在这两个家户中
,

种

植紫菜是 由家户内部成员展开的
。

晒干紫菜

的工作也由家户成员独立进行
。

可是
,

紫菜的

运输已市场化
。

但紫菜的市场化也是通过家

户的外部社会关系进行
。

在这两个家户中
,

其

中一家通过本村的一位在县供销社工作的职

工
,

将紫菜包销给政府的供销 系统
,

运销全

国
。

另一家通过邻居堂亲的相识关系
,

直接卖

到泉州市一家食品公司
。

民间传统的社会组织不仅对农业 向商业

化的
“

讨海业
”
转换起 了积极作用

,

还对当地

工业化的过程
,

作出了重要的贡献
。

据村政府

的不完全统计
,

1 9 9。 年塘东村工业总产值占

会村总收入的 40 % 以上
,

而主要工业是服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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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
。

这些公司许多资产已超过百万甚至千万
,

是以较广泛的集资为基础的
。

传统的社会学

理论认为
,

现代化会引起传统的集资方式 (如

亲族互助集资 ) 向非传统的集资方式 (如公开

的股份公司 )蜕变
。

在塘东
,

过程似乎是相反

的
。

在前十年的实践中
,

集资方式是 由非传统

的社会关系集资向家族集资蜕变
,

而非反之
。

现在塘东三家最大的服装生产公司原来是同

一家
。

在 1 9 8 。 年
,

由三个不同房支的青年
,

通

过 文革时形成的同学关系 (现代式关系 )
,

集

资办起塘东第一家服装厂
。

到 1 9 8 5 年
,

这三

个青年之间产生门户之见
,

因出身不同家户

与房支
,

而产生互不信任感
。

于是
,

分裂为各

自独立的三家企业
。

目前
,

这三家企业都是凭

借家户的亲堂关系 (父方 )与亲戚关系 (母方 )

集资
、

供销
。

并且
,

传统的家族式集资方式产

东引起企业的退 化
,

而是使企业三家鼎立
,

产

生了激烈的竞争关系
。

3
.

民间传统的竞争精神

在 传统的塘东社会中
,

仪式与象征是社

会一文化的组成部分
,

与社会一经济体 系互

相作用
,

是地方性社会 网络与地社区认同形

成的辅助
。

塘东的祖先崇拜与地域崇拜与地

方的社会组织相对称
,

并服务于社区的 内部

团结与外部联系
。

1 9 5。 年代以后
,

由于政府

对试 图社会组织进行全面的总规划
,

因此采

用强力措施压制 民间仪式
,

把民间宗教列 为
“

封建迷信
”

加以批判
。

到 1 9 7 。年代
,

祖祠的

崇拜与地域性庙 宇几乎被全部清除
,

族谱与

民间宗教用具在 1 9 6 4 年到 1 9 7 6 年间被大量

烧毁
。

伴随着
“

改革开放
”

等现代化措施的推

行
,

民间宗教仪式得以全面恢复
。

塘东民间宗

教仪式的复兴有社会学的意义
,

它是 民间传

统与现代化交织发展
、

互相影响的展示
。

从地

方社会的层面看
,

民间宗教仪式在现代化过

程中可能起着
:

( l) 联络地方社会关 系
; ( 2) 操

演社会竞争的作用
。

进一步说
,

民间宗教在现

代化过程中的延续
,

不是
“

落后
”

的现象
,

而是

与 民间商业精神的兴起有关
。

首先
,

民间宗教仪式的复兴表示着传统

的地方认同对于现代化过程中基层的社会经

济合作有下面功能
。

民间宗教的信仰与仪式

是以神
、

祖先和鬼为主线的
,

而民间所信仰祭

拜的神
、

祖先和鬼实际上与社区
、

宗族
、

家 户

的认同有关
,

神往往代表一个社 区的认同
,

祖

先代表家户与宗族房支的认同
,

而鬼是
“

非祖

先 的祖先
” ,

与家与族的 自我封闭式定义有

关
。

从这个角度看
,

塘东的民间崇拜与仪式的

复兴
、

反映了民间社区与家族一家户认 同在

现代化过程中的再现
。 “

三乡宫
”

崇拜
,

展示塘

东 人认 同感 的复兴 ; 祖祠
、

祖 厅
、

祖 完 与族

(家 )谱反映了家族房支的制度的重现
; 七月

十三 日普渡
,

重新肯定了传统祭祀圈在联 系

农村社会一经济关系的作用
。

因此民间宗教

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复兴
,

与民间社会网络的

复兴是互相促进的
。

如果说民间社会网络有

助于民间经济联合的形成
,

那么民间宗教就

是透过辅助民间社会网络的形成而间接地服

务于民间经济联合的形成
。

更重要的是仪式和象征创造了一种超经

济的等级
,

鼓励各家户争取在这个象征性 的

等级中取得一席之地
,

因此造成了一种民间

的竞争文化伦理
。

塘东村仪式一象征的等级

性 ( ih e ar r C h y )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
:
( l) 下祠

堂的晋主仪式
; ( 2) 王爷庙的

“

搏龟
”

仪式
。

所

谓
“

晋主
”

是指家户向全村的祖祠
“

东祭家庙
”

晋奉各 自的祖先灵位
。 “

晋主
”

讲究等级化
,

规

定受
“

晋奉
”

的祖先
,

在辈份与道德威望方面

需要达到一定的水平
,

但在真正进行
“
晋主

”

仪式时
,

辈份与
“

德高望重
”

并非唯一的标准
,

往往允许家户用金钱财物换取
“
晋主

”

有机会

与祖祠中的灵位
。

所谓
“

搏龟
”
的仪式

,

就是在
“

三乡宫
”
或地域分类的王爷庙诞辰庆典时

,

竞争得到组织者
“

龟头
”
(或头家 )的地位

。

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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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传统的规定
,

在塘东每个村庙都设有若干
“

龟头
”

(或头家 ) 的名额
,

与村落地域分化的

数 目或厅的数 目对称
。

仪式进行的过程
,

是首

先 由想当选为
“

龟头
”

的村民向神许愿
,

声明

如中选将在次年神明诞辰之时雇佣戏班大酬

神明
。

此后
,

由道士代表参与竞选者在神面

前
,

问一对竹制的占 卜用具 (杯 )的神
,

是否选

中候选人
,

若占 卜符号显示三次
“

同意
”
(阴阳

杯 )
,

候选 人即当选为头家
。

“

晋主
”

与
“

搏龟
”
的目的在于选出村中的

显要人物 (如
“

主
”

与
“

头家
”

)
。

此种仪式的形

成有三种因素
:

( 1 )神明或谱系作为竞选的最

高决 定人
; ( 2) 道士作 为竞选的媒介与代理

人 ; ( 3) 竞选 人
。

两种仪式都包含一种象征的

交换关 系
。 “

晋主
”

是以辈份
、

德望与钱财换取

灵位
,

而
“

搏龟
”
则以戏班等换取仪式 中的地

位
。

两类仪式既提供了一种社会均衡的制度
,

又提供了一种平等竞争的机会
。

仪式的存在

使每一个有意愿的村 民 (代表家户 )都有机会

参与争当
“

显要人物
” 。

并且
,

此类显要人物并

非政治现实中有政治资本的权力代表人
,

而

是以财富的所有权与欲求为资本
。

把这一类

竞争性仪式看成是
“

民间资本主义
”

的表演
,

实不为过
。 “

晋主
”

与
“

搏龟
”
在明清时期即 已

存在
,

其兴起可以反映汉人社 区资本主义精

神 ( e a p i t a l i s t s
p i r i t ) 的成长

。

根据两位七十岁

以上的老人的回忆
,

在 1 9 4 9 年 以前
, “

晋主
”

仪式的主裁权在祖祠的老人议事会
,

由于平

日
“

庙产
”

的存在
, “

搏龟
”
也受到排挤

。

近年

来
,

这两种仪式愈演愈烈
。

竞争性仪式在现代

化过程中的扩大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
,

而是

因为现代化过程中需要一种社会竞争的操演

而引起
。

在现代化过程 中
,

民间传统仪式与象征

除了延续了社会联系的功能之外
,

并宏扬了

民间竞争性
,

使民间的崇拜转换 为商业性的

崇拜
。

在塘东的三十余家小商店中
,

都有土地

公与吴明妈的画像与神完
。

工商界的村民
,

尤

其对神特别尊重
。

试图弃农经商的青年更是

祈求神灵的扶助
。

马丁 ( E m i l y M
a r t i n A h

-

e r n )把 中国民间崇拜仪式看成是神 人之间的

交流方式
。

峰在塘东
,

仪式亦是神人之间的交

流
。

而其交流的内容多为对商业决策与过程

的参谋与保护
。

我在塘东的村庙里时常遇到

村民到
“

三乡宫
”

插签问神
。

所 问的题 目大多

如
: “

家人某某欲在某地开张谋生意
,

是否可

行 ? ”
可见

,

现代化过程中
,

神不仅与社会认同

有关
,

还与民间祈望获得对商业利益的长远

保护有关
。

4
.

民间传统
、

外资与公业

汉人社区的民间传统与地方公益事业 自

古有密切关系
。

在明清时期汉人社区祖祠与

庙宇往往有公 田义仓
,

用 以社 区的道路
、

桥

梁
、

学校
、

仪式的建设
,

是社会公益 事业 的支

柱
。

在塘东
,

民间传统与地方公益事业的关系

也十分密切
,

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其地方特

殊性
。

在没有或极少海外移民的汉人社区
,

民

间传统对公益事业的支助主要表现为组织性

的
。

在一般汉人社区
,

民间传统的家族制度与

庙宇的组织起着帮助集体性的建设项 目的设

计与实施的作 用
。

在塘东
,

传统社会一文化与

公益事业的关系
,

不是直接的组织性的
,

而加

进了家族两半一海内外塘东人一的关系的中

介
,

二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本土的传统吸引

海外资金为地方公益事业服务
。

如上所述
,

塘东的地方传统的一个因素

是海外关系
。

《蔡 氏家谱 》比较完整地记载了

明清以降蔡 氏村民向海外移民的历史以及海

外移民对塘东地方社会一文化的深刻影响
。

塘东的地方性传统原来就起着联系海 内外塘

东人的作用
。

在菲律宾
,

塘东移民早在 1 9 21

年就成立了
“

菲律宾同川会
” ,

其宗 旨除在于
“

联络旅菲乡侨感情
,

发挥互惠精神
”

((( 菲律

宾东同乡会章程 》第一章 )
,

还在于
“

策划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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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乡
” ( 同上第二章 )阳

。

1 96 。一 70 年代
,

海外

移民数量锐减
、

海外关系难以疏通
。

1 9 8 0 年

代以来
,

政府鼓励把侨 资当作现代化的资源

之一来发展
,

使侨资重新成 为当地 的公益事

业建设的基金
,

并支持了许多工商业的发展
。

1 9 9。 年 出版的《金井侨 乡 》一书反映了 1 9 8 。

年代以来的
“

侨资
”

传统 的复兴
。 “

十多年来
,

塘东乡侨捐资兴建公益事业达 32 6 万元
。

菲

律宾同乡会五十年代就集资捐建锦东小学校

舍… … 近期 由菲乡会集资伍拾多万元兴建小

学新校舍… …先贤蔡文华夫人陈秋玉捐建西

资岩至泉围公路的石砖大道旅美乡侨… … 捐

建入村水泥大道
.

立大彩门耗 资 30 多万元
。

旅菲华侨蔡伯惠亦耗资 30 多万元
,

建环村公

路… …旅菲锦东同乡会发动个人捐建 1 2 座

大公厕… … 菲锦东乡会于 1 9 8 7 年重建祖 祠
`

东蔡家庙
, … … ” 口

从上段可见
,

塘东海外移民对塘东社 会

一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
:

( 1 )对塘东的公益

事业如道路和学校的现代化的贡献
; ( 2 )对塘

东的现代卫生观念 (以新型公厕为代表 )的形

成的贡献
; ( 3 )对塘东的家族发展与民间崇拜

的发展的贡献
。

此外
,

上文还未提及
,

塘东的

海内外族亲关系为工商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

作用
。

民间传统对
“

海外关系
”

和
“

侨汇型社会

一经济的形成
,

起了重要的作用
。

首先
,

民间

传统的家族制度在现代化过程中重新成为社

会一 经济领域中的
“

海外关系
”

的基础
。

现代

化过程 中
,

塘东大量引进侨资创建社区的工

商业与公益 事业
,

其成功的原因在于
“

族亲
”

与
“

乡土
”

观念的宏扬
。

而在其中
,

家族谱系的

推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
。

民间传统的家族认

同与私人感情不仅 支持塘东公益事业的现代

化
,

还支持塘东对外社会一经济网络的形成
。

例如
,

一家较大的制 衣厂起源子几位堂亲的

合股投资
,

并与香港的亲戚组成联 网的加工

一销售关系
。

1 9 8 3 年在该厂的投资中
,

50 %

是本村 的常亲合股
,

而 50 %来 自香 港的亲

戚
。

海外的族亲为乡土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部

分资金
,

并开拓了乡土工业的国际市场
,

使乡

土工业的社会一经济网络向超地方的区域扩

展
。

其次
,

民间传统仪式在 乡土一 海外关系

的重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
。

海外关系的重构

部分建立在如上所述的私人亲眷关系的互助

基础上
。

可是
,

由仪式与象征所表达的塘东人

全村的总认同也在这种关系的重建中起了重

要作用
。

上述 已经提到
,

传统上的塘东人的认

同是透过祖祠
、

族谱
、

村庙与村神而造成的
。

1 9 8。 年代以来
,

塘东民间宗教建筑与活动的

恢复
,

与民间地方认同的复兴以及民间商业

精神的兴起有关
。

同时
,

还与海外塘东人对地

方社会的参与有关
。

同时
,

它还与海外塘东人

对地方政治的参与有关
。

塘东的多数房支公

有的
“

角落庙
”
是在海内外的同房支的堂亲合

资兴建的
。

象征塘东人的总认同的
“

三 乡宫
”

也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海外 同乡会支持下重

建
。

更重要的是
,

象征塘东人族源与认同感的

下祠堂
“

东蔡家庙
”

完全是在海外塘东人的资

助下于 1 9 8 4一 1 9 8 6年间重建的
。

在
“

东蔡家

庙
” ,

海外塘东人出资建立了祖祠的董事会
、

老人会
。

这两个会的活动范围相当的广泛
。

祖

祠的董事会代理华侨处理祭祖与财务工作
。

志人会对家 乡的婚丧礼仪进行督导
。

塘东还

建立锦东学校董事会
、

华侨同乡会办事处
,

引

导社 区规划
、

家乡建设
。

可见
,

海 内外塘东人

在民间宗教仪式与公共事业方面的 合作
,

与

民间乡土观念的再创造有关
。

而这种乡土观

念的形成又反过来促进地方建设与商业的发

展
。

四
、

结语
:

研究结果的概括

作者在这里论述的是一个地方性的社会

过程
,

并试图利用这一地方性的个案研究
,

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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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以来兴起 的一种现代化理论进行检验

( t s et )
。

近代以来对于
“

现代化
”

的各种讨论

多数都将民间的传统看成
“
现代化

”
进程的障

碍L
。

例如
,

社会进化论的观念把
“

民间传统
”

当成历史的残存加 以研究
,

强调其消失对于

现代化的关键性
。

持这种主张的学者在探讨

某些社区现代化停滞不前的原因时
,

常把
“

落

后
”
归咎于民间传统的延续

; 另一些学者则把

某些东方社会的变迁看成是表面的现代化
,

不承认它们能够进入与西方社会一样的发展

阶段L
。

社会科学里的此类
“

反传统
”

的言论

( d i s e o u r s e )
,

强烈地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对

于 自身民间传统的政策
。

近代对中国民间传

统如祖先崇拜
、

家族制度
、

地域分类
、

神鬼崇

拜 的反 对
,

起始 于西方 传教士与 殖 民主 义

者L
。

有趣的是
,

这种外来的反传统运动到民

国革命以后成为官方政治一意识形态所信奉

的教条之一
。

本世纪初以来 由政府组织的
“

反

封建
” 、 “

新生活运 动
” 、 “

破除迷信运动
”
以及

各类的政治教育运动都把破除民间传统当成

首要任务
。

直到近年
,

由于创造 民族认同和经

济的需要
,

民间传统得到选择性的容许
。

塘东村的个案是否能够代表整个中国的

现状是一个问题
; 不过

,

作者期待这一论述将

有助于在对民间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认识

问题上加进一层新的考虑
。

通过对塘东村的

调查
,

作者对于现代化的言论得出两点看法
:

其一
,

被现代化理论家们视为阻碍现代化的

民间传统并非与发展格格不入
,

它相反地包

括 了不少有益于发展的因素
; 其二

,

在特定的

变迁过程中
,

民间传统实际上起的不是阻碍

的作用
,

而与发展息息相关
、

相互促进
。

近代

以来
,

不少政论家把农村的民间传统看成是

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闭型文化
,

或看成是现

代式的大众文化 ( e i v i c c u l t u r e )的对立物
。

正

如最近 科恩 ( M y r o n C o h e n ) 所指 出的@
,

这

种观点忽略了中国晚古时期 ( l a t e t r a d i t i o n a l

eP ir o d) 民间资本主义的萌芽力量 @
。

就塘东

村的实例论之
,

民间的地方社会一经济传统

的组合相当复杂
,

它同时包容地方性 的制度

(维持社会存在的家族房支与地域分类制度
、

地方性的家族与社区认同 )和超地方的区域

社 会一经济形态 (
“

讨海业
” 、 “

海外交通
” 、

市

场贸易 )
。

同时
,

民间的仪式和象征表现出巨

大的社会竞争意识的潜能
。

如果我们进一步

对民间宗教加以分析的话
,

就会发展这一特

殊的宗教形态包含大量的有关利益
、

交换
、

财

产
、

效果 ( e f f i e a e y ) 的概念
。

用葛希芝 ( H i l l

G a t e S ) 的话说
,

充 满
“

小 资本 主义
”

( p
e t t y

e a p l t a l i s m )的色彩④
。

几十年来对 民间传统的排斥
,

所造成的

不是现代化而是对民间原有的类似资本主义

的制度和文化的抵制
。

从这个角度看
,

改革以

来地方传统出现 了复兴倾向
,

是毫不奇怪 的

现象
,

因为正是对现代化的追求使 民间传统

出现了新的活力
。

换言之
,

民间传统的复兴并

不像一些学者或政论家所言
,

表现 了社 会一

意识形态的退步
,

而是表现 了传统的高 度适

应性与正面功能
。

概而观之
,

塘东村 民间传统

对于现代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
:

( 1)

民间传统的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在地方工商

业的兴起与社会互助中扮演重要角色
; ( 2) 民

间传统的仪式与象征转化为经济性的崇拜
,

并起了操演社会竞争的作用
; ( 3) 民间传统服

务于
“

海外关系
”

的重建
。

显然
,

复兴中的民间

传统并非是对
“

过去的
”

文化形貌 的全盘 回

归
,

而具有很大程度的选择性
。

目前
,

塘东村

被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适应于地方社会一经

济发展需要的网络
、

竞争精神和超地方联系
。

其中
,

网络和超地方联 系还有不断在社会地

理空间上 向外延伸和扩散的倾向
; 民间的仪

式性竞争也有强调商 品化
、

排斥单纯的分类

械斗的倾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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